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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种

本文节选自《健康轮》（和谐之轮）。另请参阅：苏维埃健康, 疾病的根本原因, 炎症与慢性疾病.




和谐主义的立场

和谐主义认为，人类免疫系统并非被动等待药物指令的接收器。它是一种由睡眠、营养、微生物生态、压力结构、毒性负担以及身体的整体环境所塑造的、复杂的、具有自组织能力的智能系统，并与病原体共同进化了数十万年。 免疫系统无需通过注射来“训练”；它需要通过优化的内环境得到支持，并被信任去完成它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

这并非边缘观点。这是“环境理论”的必然结论——该理论可追溯至安托万·贝尚，并经由一个世纪的免疫学、微生物学和表观遗传学研究所证实：宿主的内部环境对疾病表现的影响，远大于任何单一病原体的存在。 支配“和谐主义”（和谐主义）对待“病原体-宿主关系”（疾病成因）的同一原则，也支配着其对待疫苗接种的态度：调理体质，身体自身的防御机制便会按设计正常运作；忽视体质，再多的注射也无法弥补。

和谐主义（和谐主义）反对疫苗接种。这并非出于某种反应性的政治立场——也非针对“体制”的部落式表态——而是其本体论的必然结果。如果人体是一个与自然法则（Logos）相契合的、智能的、自组织系统，且如果“环境”决定疾病的表现形式，那么将抗原、铝佐剂、 聚山梨酯80、甲醛以及新型脂质纳米颗粒平台注入健康组织，绝非中立的免疫“训练”行为。这是一项基于预设的干预——即默认免疫系统存在缺陷，认为人体若任其自身智慧运作，便无法应对该物种整个历史中始终能够应对的挑战。这一预设正是哲学上的谬误。疫苗接种范式中的所有内容皆由此衍生。

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即不顾个体体质差异而对所有人实施统一接种方案，并以制度性胁迫取代知情同意——是文明层面的主权侵犯。它以服从取代明辨，将人体视为药物的容器而非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整体，并系统性地压制那些能让个体看清自己究竟在同意什么的证据。下文将记录维持这一范式的结构性腐败，以及由此衍生的具体危害。





结构性批判


监管俘获

负责确保疫苗安全的机构——FDA、CDC、EMA、 世卫组织——其运作所处的金融架构中，资金来源、人员流动渠道以及机构激励机制，都与它们本应监管的制药行业紧密交织。这并非阴谋论； 而是结构性分析。监管机构与制药公司之间的“旋转门”现象已有据可查。CDC持有疫苗专利、FDA通过用户费从其监管的行业获得巨额资金、世卫组织最大的自愿捐助者包括制药商及其关联基金会——这些都是公开记录的事实。

监管俘获并不需要刑事意义上的腐败。它只需要制度激励结构奖励批准而非谨慎、奖励共识而非质疑、奖励行业合作而非对抗性监督。 其结果是：安全警示迟迟无法浮出水面，持异议的研究人员面临职业生涯的毁灭，而1986年授予疫苗制造商的免责保护（《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案》[https://grokipedia.com/page/National_Childhood_Vaccine_Injury_Act]）则消除了通常迫使产品改进的市场约束力。



压制异议

针对提出安全担忧的资深科学家的处理方式，揭示了该体系的运作逻辑。罗伯特·马龙， 作为mRNA基础技术的贡献者，因质疑mRNA新冠疫苗的风险收益比而遭到系统性封杀并被职业边缘化。迪迪埃·拉乌尔，这位全球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微生物学家之一，因质疑官方关于新冠治疗（羟氯喹） 及疫苗必要性的官方论调，因此遭到纪律处分。彼得·麦卡洛，这位在美国医学史上发表论文最多的心脏病学家之一，因发表关于心肌炎风险的研究，其专业认证资格遭到质疑。吕克·蒙塔尼耶， 这位诺贝尔奖得主兼艾滋病毒共同发现者，因对疫苗压力下病毒进化提出担忧，被贬为“老糊涂”。

这种模式一以贯之：不回应批评——而是摧毁批评者。这不是科学运作的方式。这是体制权力自我保护的方式。一个对自身证据充满信心的体系会欢迎审查；一个依赖顺从的体系则会惩罚审查。



责任真空

自1986年以来在美国，以及在全球范围内针对获得紧急使用授权的疫情相关产品，疫苗制造商对其产品造成的伤害不承担任何经济责任。伤害索赔需通过专门的法庭（在美国是VICP， 针对大流行产品的CICP)进行处理，这些程序存在取证受限、时限紧迫，且赔偿标准与疫苗伤害的实际成本毫无关联。这在消费品法中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任何其他类别的药品享有这种全面免责保护。其经济后果可想而知：在缺乏法律责任风险的情况下，市场对安全投资的激励信号被削弱。制造商的理性决策逻辑也随之从“确保产品安全到足以经受住诉讼考验”转变为“确保产品安全到足以通过被利益集团操控的监管机构审查”。






2025年的转折点

数十年来，疫苗安全运动始终游离于体制权力之外——研究者逆流而行发表论文，医生因此被吊销执照，各类组织通过《信息自由法》申请及诉讼，才得以获取本应默认公开的数据。 2025年2月，体制格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小罗伯特·F·肯尼迪被确认为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这使得疫苗接种范式的最著名体制内批评者坐上了联邦卫生体系的掌舵之位。

后果立竿见影。 肯尼迪解雇了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ACIP） ——该机构负责制定美国的儿童和成人疫苗接种计划——并任命了来自疫苗安全研究网络的替代人选：罗伯特·马龙和马丁·库尔多夫（[《大巴灵顿宣言》](https://grokipedia.com/page/Great_Barrington_Declaration）的首席作者），因反对对具有自然免疫力的人群强制接种新冠疫苗而被哈佛大学解雇）等。麻省理工学院（MIT）运营管理学教授雷特塞夫·莱维曾公开呼吁停用mRNA疫苗，现被任命为美国疾控中心（CDC）新冠疫苗工作组负责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关于mRNA疫苗的研究已被取消。 2025年12月，美国疾控中心投票决定将推荐的儿童疫苗接种项目从十七种疾病减少至十一种。乙肝疫苗出生时接种的建议被取消。针对儿童和孕妇的新冠疫苗接种建议也受到限制。

体制内的反制措施同样耐人寻味。2025年3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疫苗主管彼得·马克斯辞职。 保罗·奥菲特——现行疫苗接种计划最杰出的捍卫者——于9月被撤出FDA疫苗咨询委员会。美国医学会与明尼苏达大学CIDRAP于2025年4月启动了“疫苗诚信项目”，旨在维持独立于现已重组的ACIP之外的证据审查机制。肯尼迪的举措造成的体制真空，迫使支持-疫苗体制的拥护者建立平行架构——这隐含着对现有体制公信力已遭结构性损害的承认，无论这种损害源于肯尼迪的任命，还是源于此前数十年来被利益集团操控的监管机制。

哈蒙主义（和谐主义）在此转折点上所观察到的并非正名——政治权力的更迭无法解决认识论层面的问题——而是对结构性诊断的印证。那个压制安全警示信号长达数十年的体制架构，如今其人员已被该范式的批评者取代，而该体系的捍卫者们并未通过回应实质性批评来应对，而是通过建立绕行机构来应对。旋转门仍在转动；结构性问题 ——即疫苗政策由制度权力而非透明的科学决定——依然存在。主权并不取决于哪个派系掌控监管机制，而是取决于个体解读局势并基于明辨而非盲从采取行动的能力，无论建议由何种权威机构提出。

与此同时，流行病学数据正积累着自身的佐证。到2024–25学年，麻腮风疫苗接种率已降至92.5%，据估算约有28.6万名幼儿园儿童处于无保护状态。2025年麻疹病例数达到二十年来的峰值，2026年的病例中92%来自未接种疫苗人群。主流解释直截了当：接种率下降导致疾病卷土重来。 “和谐主义”的解读则更为精准：一个因数十年来加工食品、环境毒性、慢性压力及药物依赖而导致“免疫环境”退化的群体，无论接种状况如何都处于脆弱状态——而将免疫韧性简化为“接种与否”二元对立的政策辩论，掩盖了双方均未充分应对的“免疫环境”层面的根本原因。





具体关切


mRNA 平台

新冠疫情期间部署的 mRNA 疫苗代表了一种新型技术平台，在大规模部署时尚无长期安全性数据。其核心机制——指导人体细胞产生一种外来蛋白（刺突蛋白），进而针对该蛋白发起免疫反应——引发了一些尚未得到充分解答的问题：

生物分布。 脂质纳米颗粒递送系统最初被宣称仅停留在注射部位。但通过日本《信息自由法》（FOIA）请求获得的辉瑞公司自身生物分布研究显示，48小时内脂质纳米颗粒已在肝脏、脾脏、肾上腺和卵巢中积聚。这些器官——尤其是卵巢和肾上腺——产生刺突蛋白的潜在影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

刺突蛋白毒性。 研究表明，刺突蛋白本身（无论是否与病毒相关）具有生物活性——能够结合ACE2受体、穿过血脑屏障并触发炎症级联反应。认为指示人体大量生产这种蛋白质不会带来风险（无论其引发的免疫反应如何）的假设，仅是一种推测，而非确凿的事实。

免疫调节。重复接种mRNA加强针已被发现与“类转换”现象相关——即抗体从IgG1/IgG3（促炎、清除病原体）转向IgG4（与耐受性相关）。将免疫系统训练为对病原体产生耐受而非清除病原体，其长期影响尚不明确。 发表在《Science Immunology》及其他期刊上的研究虽已证实了这种转变，但尚未阐明其对长期免疫功能的意义。

心肌炎警示。 全球监管机构现已承认mRNA疫苗与心肌炎之间的关联，尤其在年轻男性群体中。该风险最初被否认，随后被淡化为“轻微且可自愈”。心脏磁共振成像研究表明，亚临床心肌炎症的实际发生率可能高于临床表现所显示的水平。对于基线新冠风险微乎其微的人群（年轻男性），无论程度如何，任何心脏风险都值得进行诚实的评估——而非机构性的安抚。



佐剂与成分

疫苗佐剂——即为诱导更强免疫反应而添加的物质——包含一些安全性存在争议的化合物：

铝佐剂（氢氧化铝、磷酸铝）已使用数十年，其安全记录建立在现代科学尚未认识到铝的神经毒性潜力的时代。 克里斯托弗·埃克斯利关于脑组织中铝积累的研究——包括自闭症和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脑内铝含量升高的发现——并未获得研究复现与学术界关注，反而遭遇了资金撤销和机构边缘化。

硫柳汞 ——一种用作多剂量疫苗瓶防腐剂的有机汞化合物——曾长期存在于常规儿童疫苗中，直至21世纪初，在公众压力下才从大多数疫苗配方中移除，而监管机构却同时坚称其安全无虞。 这一矛盾发人深省：若该化合物安全，则无需移除；若移除是审慎之举，则数十年的接触便不安全。硫柳汞一直存在于多剂量流感疫苗中，直至2025年7月，由肯尼迪重组的ACIP以5比1的投票结果建议将其从所有美国流感疫苗中移除。体制内的辩护理由在于区分乙基汞（硫柳汞的代谢物，据称能迅速清除）与甲基汞（一种具有明确剂量-反应毒性的环境神经毒素）之间的区别。 Harmonism的观察：关于向新生儿注射任何汞化合物的安全性，其依据的研究在设计、资金和解读方面均受制于上文“结构批判”中所述的同一体制架构。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如出一辙：该化合物在未进行新药成分所需的安全性测试的情况下被豁免审查，而为捍卫其安全性所做的研究，仅在公众强烈抗议迫使该问题浮出水面后才出现。

聚山梨酯80和聚乙二醇（PEG）——作为乳化剂及脂质纳米颗粒制剂的成分——已知可穿过血脑屏障，且有文献记载其具有致过敏性。普通人群中针对PEG的抗体日益普遍，这引发了关于反复接触含PEG制剂时免疫反应性的疑问。



纳米颗粒与氧化石墨烯

关于疫苗制剂中氧化石墨烯的说法处于一个存在争议的认知领域。阿尔梅里亚大学的独立实验室分析——尤其是由帕布罗·坎普拉 利用微拉曼光谱和透射电子显微镜进行的分析——报告称在新冠疫苗瓶中发现了与氧化石墨烯一致的结构。这些发现尚未得到监管机构或主流同行评审重复实验的证实，且原始分析因方法学问题而受到质疑。

哈蒙主义在此处的认识论立场十分明确：这些主张既未得到证实，也未被证伪——它们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而相关机构拒绝针对疫苗成分进行透明、独立的成分分析，这本身就是问题所在。一个主权体系本应欢迎独立验证。对此的抵制——即制造商未公布完整的成分分析报告，以及依赖商业机密保护来隐瞒成分清单——违反了知情同意的基本认知要求。

关于脂质纳米颗粒的更广泛担忧则更为确凿：其生物分布特征、与细胞膜的相互作用， 以及将有效成分输送至非目标组织的能力，这些都是纳米医学领域的活跃研究方向——而这些研究在紧急授权的时间表下大多被绕过了。



儿童接种计划

在美国，18岁以下儿童接种的疫苗剂量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约24剂增加到如今的70多剂。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临床试验测试过完整接种计划的累积效应——疫苗通常是单独或以小组合形式进行测试，随后被纳入接种计划，而该计划的总体免疫学和毒性负担被假定为各部分之和。这一假设没有任何实证依据。在同一发育阶段内，多种含铝佐剂疫苗、减毒活疫苗及其他药物干预措施在同一发育阶段内共同施用所产生的协同效应，在接种计划层面仍未得到研究。

保罗·托马斯——这位儿科医生在其私人诊所开展了一项结果研究，对比了完全接种、部分接种和未接种疫苗的儿童——发现未接种疫苗和选择性接种疫苗的儿童慢性病发病率显著较低。该研究发表后不久，他的行医执照就被吊销。相关数据至今未被推翻；但研究人员已被撤职。



胎儿细胞系

儿童免疫计划中的几种疫苗——包括风疹疫苗（M-M-R-II）、水痘疫苗（VARIVAX）和甲型肝炎疫苗（HAVRIX）——均使用源自20世纪60年代人工流产的人类胎儿细胞系生产： WI-38（1962年分离于美国）、MRC-5（1966年分离于英国）以及HEK-293 （1972年分离，用于包括腺病毒新冠疫苗在内的新型疫苗平台）。相关机构的辩护理由是：最初的堕胎并非为了疫苗研发目的，无需进行额外堕胎，且最终疫苗产品中不含有完整的人体细胞。 反对意见——基于宗教、伦理和本体论理由——认为将流产胎儿组织用作药品基质，无论与原始行为的时间间隔多长，都使侵犯人类尊严的行为常态化；且由于若干强制接种疫苗缺乏替代方案，这剥夺了持此立场的父母给予真正知情同意的权利。梵蒂冈教廷生命科学院于2005年发表声明，允许在 “在无替代方案的情况下”使用此类疫苗，同时呼吁开发非胎儿来源的疫苗——这一呼吁在随后的二十年里基本未得到回应。



DNA污染与SV40序列

2023年9月，菲利普·巴克霍尔茨——南卡罗来纳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兼癌症基因组学研究员——在南卡罗来纳州参议院医疗事务委员会作证时指出，辉瑞公司的mRNA疫苗中残留有来自生产过程的质粒DNA。巴克霍尔茨估计，每剂疫苗中约含有2000亿个质粒DNA片段，这些片段被封装在脂质纳米颗粒中 ——这意味着该DNA是通过与mRNA相同的机制被递送至细胞内的。他担忧的是：封装在脂质纳米颗粒中的DNA存在非零概率的基因组整合，这在理论上可能诱发肿瘤形成或扰乱基因调控。巴克霍尔茨强调，他的主张在机制上具有合理性，但尚未得到实证确认——这在相关讨论中实属罕见的认知严谨性范例。

这些发现随后得到了凯文·麦克卡南（首位发现该污染的基因组学研究者）、杰西卡·罗斯以及大卫·施皮彻的独立验证与扩展。他们经同行评审研究发表于2025年9月的《自身免疫》期刊，对来自16个批次的32支疫苗安瓿中的残留质粒DNA进行了定量分析。通过荧光测定法，辉瑞疫苗的总DNA含量超出FDA/WHO监管限值36–153倍，莫德纳疫苗则超出112–627倍。关键在于，辉瑞疫苗配方中含有SV40启动子-增强子-起始序列——这一源自猿猴病毒40（SV40）的遗传元件，辉瑞在向欧洲药品管理局提交的监管文件中并未披露。SV40启动子之所以是分子生物学中广为人知的工具，正是因为它能在哺乳动物细胞中驱动高效的基因表达，且含有促进DNA进入细胞核的核定位信号——这些特性加剧了人们对其基因组整合的担忧。 研究发现，即使采用更为保守的qPCR方法，接受检测的6批辉瑞疫苗中有3批，其SV40启动子序列含量也超出了监管限值2倍。

监管部门的回应是否认这些发现的重要性：加拿大卫生部承认存在SV40序列，但声称其不构成安全风险；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则未要求更新成分披露信息。这一模式与本文所述的更广泛格局一致：当独立研究人员发现安全信号时，机构的反应往往是质疑研究方法，而非在受控条件下复现这些发现。



自闭症问题

疫苗接种与自闭症之间的关联，是疫苗安全性领域中被压制最严重、影响最深远的问题。 官方叙事认为，安德鲁·韦克菲尔德 1998年发表于《柳叶刀》的病例系列——该研究报告了儿童接种MMR疫苗后出现的胃肠道病理变化和发育倒退——是造假的；韦克菲尔德已被吊销行医执照；因此该问题已尘埃落定。但这种叙事在关键方面存在重大缺失。

美国疾控中心（CDC）的举报人案件：2014年，威廉·汤普森——这位CDC资深统计学家兼该机构2004年关于MMR疫苗与自闭症关键研究（DeStefano等人）的合著者——援引联邦举报人保护法，指出他和合著者曾故意省略了显示早期接种MMR疫苗与非裔美国男孩自闭症存在关联的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数据。汤普森称，CDC研究人员曾被指示销毁与该发现相关的文件。他获得了联邦举报人豁免权。 他从未接受过证词询问。他披露的数据从未在获得完全访问权限的情况下经过独立重新分析。国会未对他发出传票。他参与撰写的研究至今仍是疾控中心主张“MMR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的主要依据。

辛普森伍德会议（2000年6月）： 这是一场在佐治亚州辛普森伍德卫理公会静修中心举行的闭门会议，与会者包括疾控中心科学家、疫苗制造商及世卫组织顾问。会议旨在讨论托马斯·弗斯特拉滕对“疫苗安全数据链”的分析结果——该分析显示，硫柳汞暴露与包括自闭症在内的神经发育障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关联。 通过《信息自由法》（FOIA）获取的会议记录显示，与会者讨论的重点在于数据对法律责任和公众信心的影响，而非儿童安全。弗斯特拉滕的分析随后经过四次修订，每次修订都逐渐削弱了相关信号，最终于2003年发表在《儿科学》（Pediatrics）上，报告中未提及任何显著关联。

汉娜·波林 案例：2008年，美国政府在疫苗伤害赔偿计划中承认，疫苗“显著加剧”了汉娜·波林的潜在线粒体疾病，导致其出现“自闭症谱系障碍的特征”。该承认文件曾被封存，后遭泄露。 政府的立场——即疫苗在一名已有线粒体疾病的儿童身上诱发了自闭症样症状，但并未“导致自闭症”——对于受影响的家庭而言，这种区分毫无实质意义。更广泛的问题——有多少自闭症谱系儿童患有未被诊断的线粒体功能障碍，从而使其容易受到疫苗诱导的退行性影响——尚未得到系统研究。

尽管疫苗伤害赔偿计划（VICP）已悄然对众多涉及自闭症或自闭症样脑病的疫苗伤害案例进行了赔偿，但官方立场仍坚称二者不存在因果关系。法律框架允许赔偿，而科学框架却否认因果关系——这种矛盾之所以能够维持，仅仅是因为这两个体系运作于各自独立的认知范畴之中，且无须相互协调。

美国自闭症发病率已从20世纪70年代的约1/10,000上升至美国疾控中心（CDC）最新数据所示的1/36。官方立场认为，这反映的是诊断水平的提高和诊断标准的放宽，而非发病率的上升。 另一种假说——即这种指数级增长与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扩展、铝的累积负担，以及在关键神经发育窗口期引入多种同时作用的抗原相关——至今仍未通过足以解决这一争议的实验进行验证：即大规模、前瞻性的接种组与未接种组对照研究。机构方面拒绝开展或资助此类研究，正如本文其他部分所述，这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数据点。



尸检中的异常发现

自2021年起，美国乃至全球的防腐处理师开始报告从死者血管中提取出异常的白色、纤维状、橡胶质结构——他们表示在数十年的从业生涯中从未见过此类结构。 拥有二十余年经验的阿拉巴马州防腐师理查德·赫希曼是最早记录并公开这些发现的人之一。 2023至202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01名防腐师中，83%的人报告称曾发现此类结构，平均每27.5%的防腐尸体中都能发现——这一比例较2023年的调查结果（分别为73%和20%）有所上升。

官方对此的回应是予以驳斥：据称这些结构只是普通的死后，并以死亡证明上未记载疫苗接种状况为由，声称无法确立因果关系。这种批评具有一定说服力——殡葬师的轶事观察并非流行病学证据，且在缺乏针对接种疫苗与未接种疫苗的死者进行系统病理学对比分析的情况下，因果关系问题在形式上仍属未决。 《和谐论》所指出的，正是如今已司空见惯的模式：直接接触该现象的从业者报告的新发现，在未经过可能证实或推翻该发现的系统性调查的情况下便被驳回。防腐师的证词曾在纪录片《猝死》 （2022年）中占据重要篇幅——这部纪录片因其耸人听闻的叙事框架而削弱了其证据核心。这些结构本身尚未经过机构层面的公开、同行评审的成分分析。



军工-制药架构

mRNA新冠疫苗的研发与部署并非纯粹的民用制药项目。五角大楼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https://grokipedia.com/page/DARPA]于2013年通过其ADEPT（自主诊断以实现预防与治疗）计划，向莫德纳公司拨款约2500万美元，用于开发基于mRNA的医疗反制措施， 且自2011年起便一直资助莫德纳的基因疫苗研究。新冠疫苗合同以“原型验证”的形式，依据其他交易授权（OTA）签订——这是一种绕过《联邦采购条例》的合同机制，使相关产品免于遵守包括《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在内的标准药品监管要求。 拥有25年临床试验设计经验的前制药业高管萨莎·拉蒂波娃通过《信息自由法》(FOIA)获取了400多份政府合同，并证实BARDA（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局） 截至2021年10月已为新冠防疫措施授予了475亿美元的合同。根据《作战技术授权法》（OTA），由国防部——而非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负责指导生产、质量控制和分发。拉蒂波娃分析指出，监管机构的作用仅是做做样子：在产品开发、资金和部署均由军工体系掌控的情况下，仅是营造出独立监督的表象。

大卫·马丁，一位专攻专利法证学的金融分析师，已汇编了一个包含4000多项专利的数据库，涉及冠状病毒研究、刺突蛋白工程和mRNA递送系统——其中许多专利早于疫情爆发数年甚至数十年。马丁列举了具体专利：US 7220852 （2004年授予美国疾控中心，涉及新分离的人类冠状病毒）、US 7151163（2004年授予红杉制药公司，涉及针对冠状病毒的抗病毒药物）、US 9193780（2009年授予Ablynx/赛诺菲，涉及针对刺突蛋白的序列）。 他的论点——即大流行应对是在紧急状态幌子下预先策划的专利技术部署——存在争议：事实核查人员指出，许多被引用的专利涉及与SARS-CoV-2无关的动物冠状病毒，且冠状病毒专利的存在并不能证明存在生物武器意图。 “和谐主义”的认识论立场：马丁提供的专利文件是可核查的公开记录；其因果解释则是一种假说，现有证据尚无法证实或排除该假说。国防部的资助时间线、OTA的合同结构以及责任保护条款均属有据可查的事实。这些是否构成蓄意策划的证据，抑或仅是危机期间的投机性机构行为，现有证据尚无法给出定论。



人口减少论

在疫苗质疑领域中，结构上最激进的主张是：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服务于人口减少议程——即伤病、不孕迹象和免疫损伤并非副作用，而是预期的结果。 支持者援引比尔·盖茨在2010年TED演讲中的表述：“如果我们在新疫苗、医疗保健和生殖健康服务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或许能将[人口]减少 10%或15%”——这一言论的语境（即人口转型理论：儿童死亡率下降导致出生率降低，进而降低人口增长率）在完整文字记录中十分明确，但若脱离语境仅作表面解读，似乎恰恰印证了该论点。他们援引了辉瑞公司自身生物分布数据中记载的卵巢内脂质纳米颗粒积聚现象，并指出接种疫苗人群中生育率普遍下降。 他们援引了盖茨基金会对发展中国家疫苗项目及“生殖健康”计划的大规模资助。

“和谐主义”的立场十分明确：人口减少论尚未得到证实——这是一种假设，它通过一种预设了协调意图的解释框架，将真实的数据点（生殖器官中的生物分布、生育率下降、机构资助模式、盖茨本人的言论）联系起来。 各个数据点本身都值得单独调查：无论脂质纳米颗粒在卵巢中的积聚是源于疏忽还是设计，这都是一个安全问题；无论原因如何，生育率下降都值得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无论资助者的意图如何，全球卫生资金集中于少数几个私人基金会这一现象都引发了治理问题。 “和谐主义”并非将“人口减少论”奉为教条。它指出，体制层面拒绝透明地调查支撑该论点的安全信号，恰恰是催生该论点本身的最有效因素。一个欢迎监督的体系，本就不必过分担忧各种猜测。






环境疗法

如果疫苗接种是制药业应对传染病的方案，那么环境疗法便是基于人体自愈能力的方案。其逻辑很简单：在最佳环境（营养充足、休息充分、未受慢性炎症和毒素积累困扰）中运作的免疫系统，能够凭借其数千年进化而来的能力，有效应对传染性病原体的侵袭。

这并非天真的乐观主义。这是“健康环境”理论（健康轮）所阐述的一切在实践中的体现，也是迈克尔·斯塔尔（疾病的根本原因）所称的“失调三联征”——毒性负荷、慢性感染和代谢功能障碍——通过调节“健康环境”而非干预压制来解决的结果：

睡眠主导着免疫细胞的生成、细胞因子的调节，以及清除大脑中炎症废物的淋巴引流系统。仅一夜睡眠不足就会使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降低多达70%。没有任何疫苗能弥补慢性睡眠剥夺造成的损失。

****营养**决定了免疫细胞的构建基质。仅凭维生素D水平——这一单一生物标志物——对呼吸道感染易感性的预测可靠性，甚至高于疫苗接种状况。锌、硒、维生素C、维生素A和ω-3脂肪酸并非健康管理意义上的“补充剂”；它们是免疫功能的原材料。

排毒能减轻毒素负担，避免免疫资源从病原体监测转向解毒。重金属、真菌毒素、内分泌干扰物和草甘膦残留都会损害免疫功能。从最字面意义上讲，解决毒素负担就是免疫疗法。

肠道微生物群——受营养、压力、抗生素暴露及环境因素影响——承载着人体70%至80%的免疫组织。肠道菌群失调即免疫缺陷。通过发酵食品、益生元以及消除破坏肠道菌群的物质（加工种子油、含草甘膦的谷物、不必要的抗生素）来恢复微生物生态，对增强免疫韧性的作用远胜于任何注射。

“免疫地形学”（观照）框架使这一理念得以付诸实践：追踪反映免疫准备状态的生物标志物。维生素D（目标值：60–80 ng/mL）、高敏C反应蛋白（hs-CRP，目标值：<0.5 mg/L）、空腹胰岛素（目标值：<5 µIU/mL）、带分类计数的血常规（淋巴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计数）以及唾液IgA，共同绘制出一幅免疫地形的实时图谱。 在这些指标上免疫环境已达优化的个体，并非“未接种疫苗且易感”——他们是免疫主权者。





主权的具体表现

立场明确：不要接种疫苗。取而代之的是优化免疫环境。 在营养充足、休息充分、毒素清除、微生物群落完好的身体中运作的免疫系统，并不需要药物的增强——它需要被放任自流，去完成二十万年进化赋予它的使命。

对于父母而言——他们承受着最剧烈的压力，面临着最高的风险——这意味着拒绝儿童疫苗接种计划，并接受这种拒绝带来的社会代价。 这意味着要明白，将未接种疫苗的儿童定性为公共卫生威胁的体制机制，正是那个从未对综合接种计划进行过测试的机制， 该机制对伤害不承担任何责任，并摧毁了那些发表研究结果、显示未接种疫苗儿童健康状况更佳的医生的职业生涯。压力是真实存在的。但支撑这种压力的科学依据并不存在。

对于已经接种疫苗的成年人——包括那些在2021–2022年强制接种运动中接种了mRNA疫苗的人——重点将转向身体机能的恢复。 清除刺突蛋白（纳豆激酶、菠萝蛋白酶、姜黄素）、减轻炎症、修复微生物群，以及持续监测心脏和免疫生物标志物。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即便存在损伤，也并非不可逆转——但这需要积极、知情且持久的关注，而负有责任的机构对此毫无兴趣。

致所有人：要求对任何拟注射的物质实现成分的完全透明。如果无法获得真正知情同意所需的信息——如果成分受商业秘密法保护，如果临床试验数据被封存75年，如果不良事件报告仅为被动且由制造商裁定——那么这种不透明性本身就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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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雷斯特·马雷迪 —— 《铁肺中的飞蛾》（2018）。 对小儿麻痹症叙事、农药暴露（DDT、砷酸铅）以及将毒性损伤与传染病混为一谈现象的调查。对疫苗接种最受颂扬的胜利之一所依据的基础假设提出质疑。

保罗·托马斯 & 詹妮弗·马古利斯 —— 《疫苗友好计划》（2016）。 来自执业儿科医生的基于证据的择时/延迟接种框架。为希望在保持自主权前提下规划儿童免疫接种日程的家长提供实用指导。



纪录片

《Vaxxed：从掩盖到灾难》（2016）。 安德鲁·韦克菲尔德执导。记录了美国疾控中心（CDC）内部举报人（威廉·汤普森）的指控，涉及被压制的、将麻腮风疫苗接种时间与非裔美国男孩自闭症风险相关联的数据。这些指控尚未被反驳——汤普森获得了联邦举报人豁免权，且未被传唤作证。

《Vaxxed II：人民的真相》（2019）。 大量关于报告中疫苗伤害的证词记录。其价值不在于作为临床证据，而在于记录了被动监测系统系统性低估的人类代价。

《病毒迷思》（2022）。 四集系列纪录片，质疑病毒学的基础方法论——病毒分离、PCR 技术及科赫定律。本片是本列表中认识论上最激进的作品；适合那些愿意从最深层审视既有假设的观众。

《猝死》（2022）。 记录了mRNA疫苗推广后，由防腐师和病理学家报告的异常尸检发现（纤维性血栓）。虽具争议且未得出定论——但防腐师的证词代表了一类尚未被系统调查的观察结果。



研究人员与观点

彼得·麦卡洛 —— 心脏病学家、流行病学家。在心肌炎风险、刺突蛋白病理学以及早期新冠治疗受压制等问题上具有权威性。在遭到机构边缘化前后，均在同行评审期刊上发表了大量论文。

罗伯特·马隆 —— 病毒学家、免疫学家。mRNA疫苗技术的奠基人之一。批评在缺乏充分安全性数据的情况下，向低风险人群大规模推广疫苗。

迪迪埃·拉乌尔 — 微生物学家、传染病专家。在马赛创立了地中海感染研究所（IHU Méditerranée Infection）。成果丰硕的研究者，职业生涯中始终挑战制药界的共识。

吉尔特·范登·博斯切 — 疫苗学家、病毒免疫学家。曾任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及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顾问。 曾公开警告称，在大流行期间使用非灭活疫苗进行大规模接种将催生免疫逃逸变异株——这一预测与实际观察到的病毒演变轨迹相吻合。

克里斯托弗·埃克斯利 — 生物无机化学家。全球生物系统铝毒性研究领域的领军学者。因数十年来致力于研究铝佐剂与神经病理学之间的关联，最终被基尔大学撤销资助并被迫离职。

拜拉姆·布里德尔 — 圭尔夫大学病毒免疫学家。基于日本辉瑞公司的生物分布数据，最早对刺突蛋白的生物分布提出担忧的学者之一。

皮埃尔·科里 — 肺病与重症监护专家。FLCCC联盟主席。倡导早期治疗方案（伊维菌素及其他转用药物），而这些方案的压制与维持疫苗紧急使用授权存在结构性关联。

吕克·蒙塔尼耶 ——2008年诺贝尔奖得主，HIV共同发现者。针对新冠疫苗接种，他提出了抗体依赖性增强及“原始抗原原罪”的担忧。虽遭主流媒体忽视，但随着变异株演变模式的显现，他的担忧已逐渐获得关注。

彼得·多希 — 《英国医学杂志》（The BMJ）资深编辑。疫苗安全性研究领域中学术地位最高的人物。他对辉瑞和莫德纳临床试验数据的重新分析——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和《疫苗》期刊——提出了关于终点分类、被排除在有效性计算之外的“疑似但未确诊”新冠病例，以及相对风险降低率 （95%）与绝对风险降低率（<1%）之间的差距。作为主流同行评审出版界与更广泛的安全关注网络之间的桥梁人物。

杰西卡·罗斯 —— 计算生物学家兼生物数学家。她是美国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VAERS）数据库的主要独立分析师。 她的研究量化了系统性漏报问题：VAERS作为被动监测系统，其报告流程繁琐且缺乏制度激励，导致不同不良反应类别的漏报倍数估计在10至100倍之间。她曾作为合著者，在同行评审期刊上发表关于新冠疫苗相关心肌炎的研究。

马丁·库尔多夫 — 生物统计学家兼流行病学家，曾任教于哈佛医学院。《大巴林顿宣言》的首席作者，该宣言主张针对高风险人群实施重点保护，而非实施全面封锁和大规模疫苗接种。 因反对对具有自然免疫力的人群强制接种新冠疫苗而被哈佛解雇。2025年6月被任命为重组后的ACIP成员。他的立场比一概反对疫苗更为细致——侧重于风险分层、 自然免疫的认可，以及反对“一刀切”强制令的流行病学依据。

布莱恩·胡克 — 生物工程师，儿童健康防御组织首席科学官。辛普森大学生物学副教授。 发表关于VAERS数据分析及疫苗-自闭症流行病学的研究，包括针对美国军事人群mRNA疫苗安全性的研究。

詹姆斯·莱昂斯-韦勒 — 匹兹堡大学癌症研究所前研究员。 “纯粹与应用知识研究所”（IPAK）创始人兼主任。研究重点在于疫苗佐剂中的铝积累，以及接种疫苗与未接种疫苗人群的健康结果。IPAK作为独立的研究与教育平台，运作于制约机构科学研究的制药资金体系之外。

梅丽尔·纳斯 — 医生，“自由之门”组织创始人。持续监控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咨询程序，并进行详尽的公开分析。她的工作侧重于程序和监管层面——咨询委员会投票的结构、公开与隐瞒的数据差异，以及会议公开记录与基于这些记录构建的机构叙事之间的差距。

瑞安·科尔 —— 病理学家，“美国前线医生”及“全球新冠峰会”联合创始人。报告了mRNA疫苗接种后组织样本中出现的异常病理发现——不寻常的纤维结构、升高的癌症生物标志物。2025年面临医疗委员会的纪律处分及医疗事故和解。 他的发现虽仍存争议，但代表了一类尚未在制度层面进行系统性调查的临床观察。



组织与法律架构

疫苗安全运动的制度基础设施与其研究人员同样重要。这些组织提供了法律、媒体和研究的支撑框架，若无这些支撑，个人的声音将陷入孤立并被压制。

儿童健康防御组织 (CHD) ——由小罗伯特·F·肯尼迪创立。该领域规模最大、战略定位最优的组织。CHD的法律部门迫使辉瑞公司公开了临床试验数据 （原定封存75年），获取了V-safe不良反应数据库（通过2025年1月的法院命令获得），并促成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疫苗安全工作组的恢复（2025年8月，在CHD提起诉讼后）。随着肯尼迪入主HHS，CHD已为在其任期结束后持续施加政策影响力奠定基础——致力于推动儿童免疫接种计划、责任框架及知情同意法的结构性变革。

知情同意行动网络 (ICAN) — 由德尔·比格特里领导，他同时运营着该运动的主要媒体平台《The HighWire》。ICAN采取诉讼驱动的策略： 通过《信息自由法》申请、诉讼及法院命令，迫使联邦机构公开其本希望内部保留的安全数据。法律工作主要由Siri & Glimstad LLP律所的亚伦·西里负责——这家拥有85名律师的律所已成为疫苗安全运动事实上的法律架构师。 2025年12月，西里向重组后的ACIP（美国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所作的演讲——一份长达76页、对儿童免疫接种时间表证据基础的质询——标志着该运动的法律机制首次从咨询机构内部运作，而非对其进行对抗。

国家疫苗信息中心 (NVIC)——由芭芭拉·洛·费舍尔于1982年共同创立，是该领域历史最悠久的组织。 NVIC主要通过知情同意和身体主权来界定这一问题，而非基于具体的安全主张——其立场是“知情同意不存在例外”，且无论其背后的科学依据如何，强制接种疫苗本身就是对主权的侵犯。这种框架与“和谐主义”自身的立场最为契合：认识论层面的批判与伦理层面的批判是相互独立的。即使每种疫苗都被证明是安全的，在缺乏真正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强制接种，仍将构成Dharma的侵犯。

FLCCC联盟 — 由皮埃尔·科里和保罗·马里克创立。 FLCCC最初专注于新冠早期治疗方案（I-MATH+、I-RECOVER），随后扩展至疫苗接种后损伤处理方案，并更广泛地批判了制药业对监管机构的俘获行为——这种行为通过压制早期治疗来维持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治疗压制与疫苗授权之间的结构性关联，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分析性贡献之一。

疫苗安全研究基金会（VSRF） — 由史蒂夫·柯尔施创立， 这位硅谷企业家最初曾资助新冠疫苗试验，后来却成为mRNA疫苗安全性数据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VSRF作为资金和媒体平台，通过基尔希的Substack和播客网络，将研究人员（罗斯、科尔、胡克）与公众受众联系起来。

纯粹与应用知识研究所（IPAK） —— 詹姆斯·莱昂斯-韦勒的研究与教育平台。该机构独立于制药资金体系运作，发布关于铝佐剂安全性、接种者与未接种者健康结果的研究，并自2025年起关注人工智能与医学证据评估的交叉领域。IPAK致力于构建独立的研究基础设施，摆脱束缚机构科学发展的资金架构。






认知校准

和谐主义要求对已知事实与主张内容保持精准。关于疫苗接种的问题，认知现状如下：

已确立的事实：监管俘获具有结构性且有据可查。免责保护剥夺了市场对安全性的约束力。mRNA平台在缺乏长期安全性数据的情况下被投入使用。铝具有神经毒性。儿童免疫接种计划从未作为整体接受过测试。环境优化已被证实能提升免疫能力。2025年的体制转变——ACIP重组、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研究被取消、接种计划缩减——证实疫苗政策始终是机构权力的产物，而非确凿科学。硫柳汞（乙基汞）在儿童疫苗中存在数十年，虽在压力下被移除，但监管机构仍坚称其安全——这种自相矛盾已不言自明。若干强制接种的儿童疫苗，其生产过程使用了源自1960年代堕胎的人类胎儿细胞系。 新冠mRNA疫苗的研发由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和国防部通过“其他交易授权”合同资助并主导，该合同绕过了常规药品监管。美国疾控中心的威廉·汤普森在联邦举报人保护法的庇护下披露，其2004年的研究遗漏了关于麻腮风疫苗接种时机与非裔美国男孩自闭症之间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数据。

证据确凿但遭体制质疑： 年轻男性感染新冠的风险低于其患心肌炎的风险。重复接种mRNA加强针会引发IgG4类转换。刺突蛋白具有独立致病性。辉瑞公司的生物分布数据表明，该疫苗会在包括卵巢和肾上腺在内的器官中积聚。在疫苗问世前，主要传染病的死亡率已下降90%以上。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VAERS）系统性地低估了不良事件，估计低报幅度为10至100倍。Doshi的重新分析表明，mRNA疫苗的绝对风险降低率低于1%，这一事实被相对风险降低的表述所掩盖。mRNA疫苗中残留的质粒DNA超出FDA/WHO监管限值36–627倍（经同行评审，《自身免疫》杂志，2025年）。辉瑞疫苗配方中含有未披露的SV40启动子增强子序列，其中包含核定位信号——这构成基因组整合的风险因素。辛普森伍德会议记录显示，CDC科学家在讨论硫柳汞与自闭症关联数据时，着眼于法律责任管理而非儿童安全。尽管科学界否认存在因果关系，但疫苗伤害赔偿计划（VICP）已对涉及疫苗诱发脑病且出现自闭症样症状的病例进行了赔偿——这种矛盾源于法律与科学认知体系的分离。 全球殡葬从业者报告称，在受访从业者中，83%的尸体出现异常的白色纤维血管结构（2024年），且自2021年以来该比例逐年上升。

未解决且需进一步调查：疫苗制剂中存在氧化石墨烯（独立显微镜观察结果在机构条件下未能复现）。脂质纳米颗粒在卵巢中积聚的长期生殖影响。 完整儿童免疫接种计划的综合免疫效应。疫苗接种时机与神经发育结果之间的因果机制——本可解决此问题的“接种组与未接种组”对比研究从未开展。IgG4类转换对未来病原体免疫能力的长期影响。通过脂质纳米颗粒递送的质粒DNA污染发生基因组整合的概率。SV40启动子驱动的人体转染细胞中基因表达的致癌潜力。 尸检中异常血管结构的成分特征。军工-制药合作架构（DARPA资助、OTA合同、PREP法案责任豁免）究竟反映了应急实用主义，还是预先部署现有技术的预谋。人口减少假说——通过协调意图的解释框架，将生物分布数据、生育信号与机构资助模式联系起来——仍仅为假说，而非已确立的论断。 无论整体解读如何，其引用的各个数据点都值得深入调查。

和谐主义对未决问题的立场：举证责任在于将新型物质引入健康体内的方——而非质疑其安全性的个人。机构拒绝开展或资助能解决这些疑问的研究，这一行为本身即构成证据——并非证明答案会是什么，而是证明该体系宁愿选择模糊不清，也不愿承担问责。 2025年的转折并未解决这一举证责任——它仅仅改变了哪个派系掌控着本应始终开展透明科学研究的那套机制。而制度不透明所带来的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并非在于它让问题悬而未决，而在于它催生了填补这一空白的猜测，而机构随后又援引这些猜测作为证据，证明其批评者是缺乏理性的。 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压制数据，驳斥因压制而产生的理论，再利用这些理论来贬低对数据的需求。主权意味着拒绝参与这个循环的任何一方——要求证据，根据证据的实际显示来校准信心，并基于自身的判断行事，而非依赖机构的许可或反制机构的反应。



另见：苏维埃健康, 疾病的根本原因, 炎症与慢性疾病, 净化, 健康轮, 观照, 营养, 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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